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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效力范围

刘哲玮

摘要：《公司法》第２２条建立了两种公司决议诉讼类型以解决决议效力纠纷，《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又增
设了确认决议不成立的诉讼类型。从民事裁判的既判力理论框架来观察公司决议诉讼，可以发现在既判
力客观范围方面，各种否认公司决议效力的确认之诉的诉讼标的都指向决议能否发生效力，因而应当一并
审理，一经判决，就不能再以其他事由再次提起确认之诉。在既判力主观范围方面，所有公司决议诉讼的
裁判，无论结果如何，都应具有对世效力，未参加诉讼的利益相关方亦受判决约束。在既判力时间范围方
面，所有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一经作出后就已完成对公司决议行为的效力评价。《公司法司法解释（四）》

在实体法层面细化了决议瑕疵的类型，但在程序法层面还有待进一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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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第２２条确立了可以用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公司决议
的效力争议，对公司决议效力予以否定。我国通说认为，该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分别建立了公司决议确
认无效之诉和公司决议撤销之诉，最高人民法院也认可此种说法，在案由规定中确立了“公司决议纠
纷”这一第三级案由，并按照二分法将其划分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和“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两种
四级案由①。２０１６年４月，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下称《草案》），用１２个条文对公司决议诉讼的审理对象和审理方式进行
了进一步的完善。尤其是第４条和第５条，规定了确认决议不存在之诉和确认未形成有效决议之诉
两种诉讼类型，引起了公司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高度关注。２０１７年８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公布了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法释［２０１７］１６号，下称《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与《草案》相比，大幅删减了公司决议诉讼的规则，只剩下６个条文，增设的诉讼类型也改变为
一种，即确认决议不成立之诉。
从比较法的研究看，此次增加的诉讼形态，主要受到了日本公司法与韩国公司法的影响②。然

而，当公司决议争议从组织体内部跨入到司法场域后，就已经不再是公司法的家务事，还必须符合民
事诉讼法的法律规定和基本原理。从程序法的角度看，公司决议诉讼有许多问题都与民事诉讼法学
的基本原理息息相关。限于篇幅与作者能力，本文无意对所有公司决议诉讼的程序法问题一一展开，
而是试图从民事裁判效力理论出发，重点分析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作出后，能否影响当事人或其他主
体，以及能否以其他法律依据或新的事实理由再次提起决议诉讼，进而从程序法的角度简要评价《公
司法司法解释（四）》在公司决议效力诉讼部分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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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事裁判效力理论概述

作为一篇从民事诉讼法视角来观察公司法制度的论文，有必要在具体的制度分析之前，先简要介

绍作为分析工具的裁判效力理论。

民事裁判是民事诉讼最终结果的载体。民事诉讼解决纠纷，保护私权等基本目的都必须通过民
事裁判的具体内容来实现。而这些目的的实现又都依赖于民事裁判的法律效力：如果民事裁判的效
力形同虚设，则民事诉讼的结果也就仅仅是一纸空文，相关民事诉讼目的也就都会被架空。因此，我
国民事诉讼法从奠基伊始，就对民事裁判效力作出了明确规范。

我国传统理论认为，民事裁判的效力主要是指拘束力和确定力，前者是指当事人、法院和社会公
众都要受民事裁判的约束，不得违背其内容，后者是指对裁判的变更必须按照再审等法定形式①。传
统观点由于符合社会公众对于民事诉讼目的和民事裁判效果的一般理解，在我国学界和民众中具有
十分深远的影响力。时至今日，也有一些教科书坚持在介绍民事裁判效力时，把这种理论体系作为理
解判决效力的基本框架②。

随着对比较法理论的介绍，传统理论开始面临既判力理论的挑战。既判力（ｒｅｓ　ｊｕｄｉｃａｔａ）的概念
可追溯至罗马法③，对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均有深刻影响。大陆法系的既判力是指不允许对法院裁
判再起争执的效力，它强调终审判决一旦确定，该判决针对请求所作出的判断就成为规制双方当事人
今后法律关系的规范，当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再度发生争执时，就不允许当事人提出与此矛盾的主
张，法院也不能作出与之相矛盾或抵触的判断④。具体来说，又可以分为对事的效力（客观范围）、对
人的效力（主观范围）和时间效力（时间范围）三个维度⑤。

普通法上则主要是用请求排除效力（ｃｌａｉｍ　ｐｒｅｃｌｕｓｉｏｎ）来强调生效判决对后诉的排除效力。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图尔特在Ａｌｌｅｎ　ｖ．ＭｃＣｕｒｒｙ案的判决意见中认为，请求排除效力是指在前诉
判决中已经解决或可以解决的事项，禁止通过诉讼再次对其提出请求⑥。美国法学会的《裁判法重
述》第１７节将请求排除效力具体解释为：（１）当前诉原告胜诉时，判决内容合并（ｍｅｒｇｅ）其请求；（２）当
前诉原告败诉时，判决内容阻却（ｂａｒ）其就同一请求提起的后续诉讼。具体而言，请求排除效力的发
生必须满足下列要件：第一，已有一个生效的前诉判决；第二，前诉判决是由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第
三，两次诉讼的当事人相同或具有重要关联（ｐｒｉｖｉｔｙ）；第四，前诉与后诉的请求相同⑦。关于何谓同一
请求，《裁判法重述》第２４节的界定是：在本次交易或者其他与之有关的交易中，原告可以针对同一被
告提起的全部权利主张。此种路径是从事实的相同性上来判断请求是否来源于同一交易，进而认为
只要是同一交易，所有权利都必须在一次诉讼中提出⑧。总体上看，普通法在请求排除效力上采取了
更为宽松的标准，因而对后诉的遮断也更大。我国在民事实体法上基本继受了大陆法系的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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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对实质正义的不断追求，更容易理解大陆法相对保守的既判力理论体系，而较难接受普通法系此
种“要么一次说完，要么永远闭嘴”①的界定标准。

不难看出，比较法的新理论和新名词与我国传统理论在裁判效力性质上并无本质不同，都强调裁
判的约束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传统理论为何能够历久弥新。但是，在具体的效力范围上，

我国传统理论的解释力却十分薄弱，未能提供更为细致具体的分析框架。这就导致在一些疑难案例
中无法回应现实问题。譬如在一事不再理的争论上，应当如何界定同一件事项的范围？② 又如判决
后原被告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被告部分履行后，原告又主张原判效力，应当如何处理？③

总之，传统理论单纯地强调裁判的确定性，虽然简洁明了，但面对复杂问题时，却因为缺乏有效的
分析框架，颇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遗憾。随着我国主流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已经逐渐接受既判力
的理论体系，近年来更是开始较为系统地介绍大陆法系既判力的具体范围④，下文将在剖析公司决议
诉讼时，运用这种分析框架，从裁判效力范围的三个角度展开讨论。

三、对何事生效：裁判效力的客观范围

裁判效力的客观范围，是指裁判作出后，对哪些法律关系或实体权利具有约束力。与美国的请求
排除规则较宽的效力范围相比，大陆法系国家严格将既判力的客观范围限定在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
求和判决主文确认的实体法律关系之上。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４条第１款规定，确定判决限于
主文具有既判力，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３２２条第１款也规定，判决中只有对于以诉或反诉而提起的请求
所作出的裁判有确定力。我国民事诉讼法学通说基本赞同此种观点，主张只有裁判主文所确定的法
律关系或实体权利方发生既判力，而根据处分原则，判决主文回应的应当只限于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
所指向的实体法律关系，裁判理由中的判断并不发生既判力⑤。

在公司决议诉讼中，虽然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都是否认公司决议的效力，但事由却是多种多样。
《公司法》第２２条规定了两种类型，即确认决议无效和撤销决议，而《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５条又
增加了确认决议不成立之诉。从裁判效力的客观范围的角度看，核心问题是：上述三种诉讼的裁判之
间是否发生既判力的遮断效果，提起一种公司决议之诉并被法院驳回后，当事人是否还能以其他事
由，再次提起另外的诉讼？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起草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草案》中曾经专门用第９条来规定
公司决议之诉的裁判效力的客观范围。但也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纠结，所以起草者不仅在最后的定
稿中删除了相关条文，而且在草案中也较为反常地规定了两种不同的方案：

第一种观点：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存在、未形成有效
决议、决议无效或者撤销决议，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应当直接作
出判决。

另一种观点：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存在、未形成有效
决议、决议无效或者撤销决议，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依法认定的决议效力情形不一致
的，应当告知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原告不变更的，应当驳回诉讼请求。

第一种方案的实质是将否认决议效力视为当事人根本的诉讼请求，具体的否认事由在所不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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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可以超越原告的诉讼请求，直接作出法院认为最符合客观真实和法律适用结果
的裁判，可以视为“统一裁判说”①。第二种方案则是将各种否认决议效力的理由视为不同的诉讼请
求，因此裁判效力也仅仅及于原告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一旦法院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不满足，则只能
对该请求作出裁判，因而也必然不影响后诉的提起，可以视为“分别裁判说”。
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大多数法院都坚持分别裁判说，主张确认决议无效之诉与撤销决议之诉彼此

独立，诉请所依据的事实基础、两案的审理范围、法律依据并不相同，诉讼标的并不同一，因而构成两
个独立的诉讼，可以分别起诉②。这首先是因为，分别裁判说更符合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强调司法
中立、被动，当事人对审判对象有处分权的司法改革总体动向，从而在程序正当性上确保了裁判的公
正。其次，这样的区分会使得审判范围清晰，法官和当事人在诉讼中都清晰地知晓审判边界，可以促
使争点高度集中，确保审判的高效运转。但是，分别裁判说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即可能导致对同一决
议的多次诉讼，尤其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确立了新类型的确认之诉后，理论上一份决议可能会经
过三次诉讼，这显然不利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对司法资源构成浪费。起草者正是意识到了这一问
题，才提出了统一裁判说，希望一次性解决公司决议的效力问题。然而，除了违背处分原则、审判边界
不清可能导致审判的不公与低效之外，统一裁判说也未必能够实现起草者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目标，究
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条文仅仅规定了法院有权超越诉讼请求进行裁判，但并未明确超裁判决的既判
力范围，也就无法彻底地回答原告是否可以在所有事实不变的前提下，再次提起新诉。
如果认为统一裁判说依然坚持既判力客观范围仅仅等于主文，那么只要原告败诉，其就可以以其

他事由再次提起新的诉讼，这使得统一裁判说一次性解决纠纷的意义大打折扣；而如果认为统一裁判
说其实不允许原告另诉，也即认为判决的既判力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决议否认事项，这会导致一个十分
惊人的命题出现：决议效力否认只能以一场诉讼的形式出现，无论是既有的撤销决议、确认决议无效，
还是新规定的确认决议不成立，以及《草案》中细化的决议不存在和决议未形成，其实都是一个诉讼标
的，都只能在同一场诉讼中进行，法院对一份公司决议的各种效力争议，只能作出一份判决。
或许正是因为对这两种解释方案都不甚满意，起草者才会在《草案》中将两种方案都和盘托出，等

待公众的批评意见。笔者认为，从民事诉讼法学的角度看，要解决公司决议效力否认诉讼判决的既判
力客观范围，必须明确这类诉讼的诉讼标的究竟是什么。

《公司法》第２２条用两款分别规定了确认公司决议无效和撤销公司决议两种诉讼类型。根据民
事诉讼法的基本法理，前者属于确认之诉，诉讼标的是待确认的法律关系；后者是形成之诉，诉讼标的
是具体的形成诉权③。二者虽然有密切关联，但无论是法律基础，还是具体事由，乃至最后的法律效
果，都并不重合。因而无论是审判范围还是裁判效力，都不能直接等量齐观。如果坚持过去第２２条
的否认之诉二分法传统，二者并不会发生直接的矛盾与冲突。虽然对于具体哪些事由属于确认决议
无效，哪些属于撤销决议，尚有争辩的余地④，但在诉讼标的和裁判效力的程序法框架下，二者其实是
泾渭分明。尤其是考虑到我国针对决议撤销之诉规定了较短的除斥期间（决议作出之日起６０日内），
更加降低了二者之间重复起诉的可能。
然而，当《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增加了新的确认之诉后，矛盾陡然爆发。一方面，两种确认之诉

的指向对象都是决议是否发生效力，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面，两种确认之诉都无时间上的障碍限制，完

３９

论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效力范围

①

②
③
④

虽然删去了草案中的条文，但司法解释的起草者依然坚持该说，认为针对同一决议的各种效力否认诉讼是同一个诉讼标
的。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９３页。

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苏商初字第２０１号民事裁定书。

刘哲玮：《普通形成权诉讼类型考辨———以合同解除权为例》，《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５期。

对于公司决议无效之诉与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性质，存在理论上的争议。德国法认为无论如何诉讼请求是撤销还是确认
无效，其实都是撤销之诉；而日本法认为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予以区分。参见陈群峰：《审判视野下的公司诉讼
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全可能先后甚至同时提起。虽然公司法学者一直主张借鉴日本法和韩国法的经验，建立三分法的决
议效力评价机制，从而符合公司决议形成过程的客观逻辑①，但从诉讼法的角度看，《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增加的确认决议不成立的诉讼标的指向依然是公司决议的效力问题，极易引发重复起诉。
笔者认为，应当将各类确认之诉视为同一诉讼标的，其裁判效力应当及于彼此，法院在审理其中

一种确认之诉时，也应同时审理其他可能导致决议不成立或不生效的理由。如果从宏观层面论证，自
然可以以诉讼效率、一次性纠纷解决等具体的诉讼价值论找到依据，但即便我们抛开价值层面的讨
论，仅仅从民事诉讼法学具体技术层面，也可以找到有效的理论予以佐证：
首先，确认之诉的对象决定了《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新增加的确认请求不构成独立的诉讼标的。

在民事诉讼法学界，有关确认之诉的核心命题之一就是，确认对象只能是法律关系或权利，单纯的事
实不能作为确认对象②。公司决议的性质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争议，少数学者认为决议仅仅是法律
行为最终效果的意思形成③，但更主流的观点则认为决议本身就是法律行为④，是能够创设改变团体
（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的完整行为。《民法总则》第１３４条第２款也肯定了决议的法律行为性质。因
此，《公司法》第２２条规定的决议效力的确认之诉，本质上是对其创设改变的社团内部法律关系的效
果的确认，符合确认之诉对象的要求。但是，《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所创造的确认决议成立之诉，其
本质是对具体事实的确认。例如，《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５条确认决议不成立的具体事由，就包括
未召开会议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表决，这都是纯粹的事实。如果这些事项可以单独的构成确认之诉
的内容，那么在合同纠纷中，是否也可以出现确认要约未到达的合同不成立确认之诉呢？我国司法实
务中，从未将合同不成立作为单独的确认事由，而是笼统地放置在合同效力确认纠纷之中，理论界其
实也有学者认为，合同可以因未成立而无效⑤。因此，将决议行为的存在或形成，作为其发生效力的
前提条件，并无太大的障碍。诚然，商法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理论逻辑上不必尽采民法或民事诉讼法
的分析框架。但既然具体的确认事由完全可以统摄到法律行为的效力这一内核之下，非要标新立异
恐既会与其他部门法无法衔接，也会给司法实践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其次，确认之诉的设置目的决定了必须统一解决确认决议效力的全部问题。与给付之诉和形成

之诉严格地依赖具体的实体权利不同，确认之诉的对象十分丰富，所有诉讼都可以被视为对相关权利
的确认请求。因此，确认之诉得以启动的重要条件就是，能够避免纠纷的产生，因而它天然地具有预
防纠纷的功能。日本有学者认为确认之诉是为了防止纠纷的激化而预先提起的诉讼⑥。而美国法上
的宣告判决（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ｏｒｙ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制度更是明确其功能是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纠纷⑦。因此，确认
之诉的判决必须全面地解决待确认权利或法律关系的所有效力问题，否则就无法发挥确认之诉的预
防纠纷的功能。例如，在确认合同无效的纠纷中，法院不应当仅仅审查当事人提出的可能导致合同无
效事由，而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全面判断是否存在《合同法》第２６、４４、５２条等可能导致合同
不成立或无效情形。这一方面是因为无效合同的事由属于法定的违法事项，无须当事人主张，法院可
以代表国家主动干预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确认判决一旦作出了合同有效的裁判，就已经宣告了合同
是有效合同，当事人不能再以其他的事由主张合同无效，否则就可能对同一合同存在两个截然相反的
判决。同理，对于公司决议效力的确认，也应当一次性地审查全部可能导致决议无效（包括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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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钱玉林：《论可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１１期。

李浩：《民事诉讼法学》（第三版），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１３页。

徐银波：《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决议行为属于法律行为，但具体属于哪种类型尚存争议，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３３页。

隋彭生：《无效经济合同的理论与实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４页。

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０页。

Ｅ．Ｂｏｒｃｈａｒｄ，“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ｏｒｙ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１８，２８：ｐｐ．１１０１１２．
王家福：《民法债权》，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３１页。



事项，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原告的主张事由，分别地对其成立和效力问题予以审查。
综上所述，《草案》第９条的两种方案都不尽如人意：统一裁判说忽视了确认之诉与撤销之诉的差

别，也与《公司法》第２２条文义相悖；而分别裁判说则会增加重复诉讼的风险。公司决议诉讼的类型

应当延续法定二分法，即区分为撤销公司决议的形成之诉和确认决议效力的确认之诉。二者之间的

裁判效力互不影响，前诉判决不影响后诉判决的效力。但是在确认之诉内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
新增的确认类型，都应当视为对《公司法》第２２条确认公司决议无效的情形的扩大列举，而非新增加

的确认之诉类型。

四、对何人生效：裁判效力的主观范围

裁判效力的主观范围，是指裁判作出后对哪些主体发生既判力。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一

般认为，既判力只对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发生，这就是既判力的相对性原则。既判力相对性原则的理论

前提是：只有参加了法院审理和言词辩论的人，才有义务接受法院裁判①，否则不仅会损害未参加诉

讼人的程序利益，也无法确保裁判的实质公平②。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１　３条明确了公司决议诉讼的适格当事人，但尚未解决诉讼法上另一

个与当事人有关的问题：公司决议诉讼裁判作出后，效力是仅仅及于参加了诉讼的适格当事人，还是

及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所有适格当事人？根据前述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只有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方受裁

判效力的约束，因而并不影响其他没有参加本次诉讼但却享有诉权的当事人再次对同一决议，以相同

的理由再次提起诉讼。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

〔２０１５〕５号，下称《民诉解释》）第２４７条第１款第３项，如果后诉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述裁判结果则构成

重复起诉，因此，如果前诉法院驳回了部分股东确认决议无效的请求，未参加前诉的部分股东再次提

起确认决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很可能被法院以“一事不再理”驳回起诉。
比较法在处理此类问题时的做法不尽一致。大陆法国家(地区)普遍采取的是既判力扩张原则，判决效

力及于未参加诉讼的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例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２４８条第１款规定，只要决

议被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宣布为无效，判决即对所有赞成或反对的股东以及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生

效，即使他们不是诉讼当事人③。《日本公司法》第８３８条规定，认可与有关公司组织之诉相关请求的

确定判决，同样对第三人有效④。《韩国商法》第１９０条规定，设立无效的判决或者设立撤销的判决，对
第三者亦发生效力⑤。但须注意，上述规定均只支持否认决议效力判决的既判力扩张，也即只有当法

院支持原告请求，作出否认公司决议效力时，判决既判力方才对其他主体扩张，反之则允许其他股东

或利息相关方再次起诉。我国台湾地区也曾专门发出裁判指导意见，认为在宣告股东会决议无效的

诉讼中，法院就该诉讼所为原告败诉之本案判决确定时，仅有确认原告形成权不存在之既判力，此项

既判力不及于未为原告之股东，其他股东仍然可以再行起诉。
而普通法国家则根据诉讼的类型区别对待。在美国法上，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２３条提起

的集团诉讼可以发生判决的扩张效力，而其他判决的效力都局限在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之间⑥。公司

决议诉讼既可能是集团诉讼也可能是个别诉讼：如果对决议效力不满的股东人数较多，就可能构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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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法院通过合法方式送达传票，通知其参加辩论，但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参加的当事人，法院可以对其作出缺席判决，

判决对其发生效力。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四版），第４２８页。

贾红海、郑冲译：《德国股份公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４７页。

崔延花译：《日本公司法典》，第４２０页。

周玉华主编：《韩国商事法律汇编》，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０８页。

即便是集团诉讼，对于有实质影响的未参加集团的当事人也不发生既判力，ｓｅｅ　Ｈａｎｓｂｅｒｒｙ　ｖ．Ｌｅｅ，３１１Ｕ．Ｓ．３２（１９４０）．



团诉讼，而根据集团诉讼规则，该判决对所有可能构成集团参加者的利害相关人都直接发生效力，类
似于发生大陆法上的既判力扩张。相反，如果只有部分股东或利益主体就公司决议效力自行提起诉
讼，不满足第２３条（ａ）款规定的集团诉讼必须人数众多（ｎｕｍｅｒｏｕｓ）的条件，则只构成个别诉讼，其他
股东可以申请参加，但却并非强制合并，法院也无须通知其他股东参加诉讼①。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司
诉讼在整体上并不属于强制合并的类型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法院在审理公司决议效力的诉讼
中，大多是采取衡平审理原则③，并不局限于当事人主张的诉因，而是考虑审理时涉案的所有事实④，
确保定纷止争。当然，在实用主义主导的美国，其他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可能性其实微乎其微。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上并无美国法上的集团诉讼制度，加上公司法的实体内容上基本继受了大

陆法规则，因而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应当通过修订《公司法》，仿效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例，明
确决议否认之诉的片面扩张效力：法院宣告决议无效或撤销决议的判决的既判力不应仅限于诉讼双
方当事人，而应扩张至公司所有股东以及公司的董事和监事，对于上述人员来说，法院否定决议效力
的判决同样应具有拘束力，其不得再就决议效力提起诉讼⑤。只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全面确认此
类诉讼判决的对世效力，以避免法律关系的混乱冲突⑥。
笔者认为，从我国民事诉讼的理论基础和司法实务看，应当将公司决议诉讼的判决效力解释为具

有全面扩张效果：没有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也完全受判决效力的拘束，无论法院做出的判决是否认决
议效力还是肯定决议效力，都不得以相同的理由另行提起新的关于决议效力否认之诉。
首先，此种解释路径符合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原理。公司决议诉讼在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

学理论上是典型的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是指数人对作为诉讼标的的法律关
系，虽然不要求必须一同起诉或应诉，但一旦选择共同诉讼，则必须对诉讼标的合一确定。公司决议
诉讼是大陆法系最典型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⑦。既然合一确定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本质，因而从
理论上看，绝不可能出现针对同一事由的矛盾裁判。因而，虽然部分国家的公司法典中规定了判决只
具有片面的扩张效力，但如果坚持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就可以看出，此种片面扩张其实完全否定了合
一确定，从而摧毁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理论基础，导致逻辑自洽性被完全阻断。在德国有法官就认
为，这种片面扩张毫无意义，因为是否构成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必须在诉讼开始时予以明确，而不能事
后按照诉讼结果来判断”⑧。
其次，此种解释路径符合我国司法实务的实际情况。片面扩张说的法律基础是公司法典的明文

规定，在我国《公司法》和《公司法司法解释（四）》都并未承袭大陆法系相关条文的前提下，以外国法典
作为中国制度的依据，只具有立法论上的正当性。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法院都不可能
在没有实定法规则的情况下，采纳这种理论见解。中国法院也从未在已经作出先诉裁判后，又允许其
他当事人以相同的理由再次提出决议效力否认之诉的案例。事实上，既判力规则的相对性原则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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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８Ｄｅｌ．Ｃ．，§２２５（ｂ）．
例如，２０１６年修订的模范公司法典中规定，针对公司行为效力提起的诉讼，其他股东和利害关系方都无须参加，只有在公
司提起的诉讼中，利益相关方才可以通知关联方参加诉讼，构成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１９条（ａ）项意义下的诉的合并，Ｓｅｅ
Ｍ．Ｂ．Ｃ．Ａ．２０１６，§１．５２（ｃ）；Ｆ．Ｃ．Ｐ．，２００７§１９（ａ）．
例如，公司法圣地特拉华州就是由特拉华衡平法院（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ｃｅｒｙ）审理所有公司诉讼，参见罗培新：《特拉华州公司法
的神话与现实》，《金融法苑》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Ｍ．Ｂ．Ｃ．Ａ．２０１６，§１．５２（ｂ）．
丁勇：《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制度若干问题反思及立法完善》，《证券法苑》２０１４年第１１卷。

有趣的是，此类主张大多也是以大陆法国家立法例为学习对象，从论证上看，很可能是误以为前述立法例条款产生的是全
面的扩张效力。例如李建伟：《公司诉讼专题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四版），第１４８页。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４６
５４７页。

克罗林庚：《德国民事诉讼法律与实务》，刘汉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７８页。



国尚未真正得到完整的建立，因而我国司法界接受公司决议诉讼裁判的既判力对世效并无障碍，此种
解释路径也更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
最后，此种解释路径很难真正损害第三人的权益。片面扩张说最重要的理由是认为如果判决结

果是肯定决议效力，又不允许第三人另行起诉，会剥夺其诉权与实体权利。但在我国，这或许是一个
伪问题：一方面，我们有十分发达的再审机制，尤其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和《民诉解释》增设了案外人申
请再审和第三人撤销之诉等救济制度后，其他股东如果真的有前诉忽略的事实和证据，完全可以启动
法定的救济程序，推翻原判①；另一方面，公司决议本身并不会直接损害第三人的权益，在前诉已经提
起并败诉后，相关决议中规定的具体行为恐早已发生，第三人如果权益受损，也应当归咎于导致其权
益受损的具体行为，并可通过诉讼撤销或宣告该行为的违法性，而绝无苦苦执念于公司决议的必要。
综上所述，明确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效力具有全面的对世效力，扩张及于未参加诉讼的利益相关

方，既符合目前我国法律规则和司法实务操作，又不大会损害各方主体权益，是最具性价比的一种解
释路径。

五、从何时生效：裁判效力的时间范围

裁判效力的时间范围，是指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在哪一时间范围内发挥效力。其意义在于从时间
维度明确裁判的既判力范围，将裁判解决的事项限定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事实
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作为判决既判力的标准时，标准时之前发生的所有事实都属于判决作用的范围，受
到裁判效力的约束，即便在前诉中没有明确提及，当事人也不可以再行起诉。相反，对于标准时之后
发生的事实，当事人可以提起新的诉讼②。我国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过去并不重视既判力的时间范
围，既没有关于标准时的明确规则，也缺乏相关的理论研究。直到《民诉解释》第２４８条作出规定后，
方正式确认了我国的标准时是判决生效之时，明确了既判力的时间范围。
需要注意的是，《草案》第１１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存在、未

形成有效决议、决议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该决议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该规则并非关于裁判效力时
间范围，而是关于判决是否具有溯及力的规则。如果根据主流学说，将决议视为一种法律行为的话，
那么这一规则其实就是《民法总则》第１５５条“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
力”的注意规定。
相比之下，裁判效力的时间范围，解决的是在判决标准时之后，新发生的事实是否能够引起新的

诉讼。不难看出，由于公司决议诉讼所要确定的法律关系，都是既有的决议，必然发生在判决作出之
前。因此即使新发生的事实与决议有再多的牵连关系，也不影响决议作出之时合法性的评价。简言
之，关于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一旦作出，就不可能以发生标准时以后的新事实为理由再行起诉。

六、结论

本文根据我国裁判效力理论的通说来观察公司决议诉讼，结合诉讼法原理，认为此类诉讼判决的
既判力范围具有较大的遮断效力：第一，各种通过确认之诉来否认公司决议效力的事由，应当通过一
次确认之诉一并审理。一经判决，就不能再以其他的事由再次提起确认之诉。但确认之诉与撤销之
诉由于在法律性质和事由上尚存在较大的差别，不宜在一次诉讼中统一解决，因而不能互相遮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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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效力范围

①

②

大陆法系虽无我国发达的再审救济机制，但却惯于通过诉讼通知的方式让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辅助参加人参加前诉，确
保其辩论权。参见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６２页。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四版），第４３２４３３页。



二，所有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无论结果如何，都具有对世效力，未参加诉讼的利益相关方亦受其约
束，如果认为其确有错误，应当通过再审予以纠正，而不能另行起诉。第三，所有公司决议诉讼的裁
判，一经作出后就已完成对公司决议行为的效力评价。诉讼之后发生的其他事实，都不能作为另行提
起新诉的事实基础。
这种观察结果一方面有助于为我国司法实务处理公司决议诉讼时可能遭遇的“一事不再理”问题

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我们理解愈发复杂的公司决议诉讼提供一个新视角：本次《公司法
司法解释（四）》的规则，从实体法的角度看是一个细化分解的过程：从事项上细化了可能导致决议不
发生效力的多种情形，确认决议不成立的类型也的确从逻辑上更周延地解释了决议生效的全部条件，
从主体上也明确了各类诉讼适格原被告的类型。此种细化对于理顺公司法内部的体系帮助颇多。但
在细化分解的同时，此类诉讼或许还需要合并综合，以便明确在公司决议诉讼中，审理对象的最小单
位和参加主体的合法范围，从而确保诉讼程序的安定和最终判决的统一。也正因为如此，本文对此种
合并综合的建构，并不仅仅基于程序本位，也是希望为维护商法所追求的商事交易安全稳定作出程序
法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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